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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我是就讀北一女中三年級的柯絲昀—兩年前初升高中時，秉持對海研船的好

奇參加了中山大學舉辦的海洋研究計劃競賽，也因此在海洋研究路上越走越遠。很

高興能參與今年的國際科展，與其他同學分享研究的樂趣與收穫，並以此為舞台將

研究成果展現給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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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深海複雜多變的環境因子塑造了多樣的生態棲地，海底峽谷便是其中之一。全球 9000 個

海底峽谷涵蓋了大陸斜坡總面積的 11.2%，其中有 6 個峽谷分佈在臺灣西南海域。本研究結

合作者出海採得的樣本與國內海洋研究所的採樣資料，探究西南海域高屏與枋寮峽谷的生態

結構。 

本研究應用生態統計分析，發現兩峽谷的主要差異為沉積物來源、粒徑分佈與物理性擾

動強度不同，使兩峽谷的生物密度隨深度變化趨勢截然相反，生物組成亦存在顯著差異。接

著藉由建立模型分析，驗證環境擾動與食物量為形塑區域性生態結構的主導因素，結果發現

環境擾動對生物的影響幅度大於食物量，並討論了峽谷地形作為天然實驗室的潛力及未來研

究發展。 

 

Abstract 

 Submarine canyons are common geomorphic features that incises into continental margins, 

characterized by complex hydrodynamic processes, heterogeneous spatial variations and steep 

topography. Globally,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9000 submarine canyons, covering 11.2% of the 

world’s continental margins, of which, 6 canyons are distributed along the continental margins of 

southwest Taiwan. This study conducted field sampling in SW Taiwan and integrated past data to 

gain insights on the benthic community structure of Gaoping Canyon, Fangliao Canyon and the 

adjacent slope via multivariate analysis techniques.  

 This research discovered that environ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morphologically 

distinct canyon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variation of sedi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tensity of 

physical disturbances. In result, two canyons display opposite patterns of macrofaunal density 

distribution and significantly dissimilar taxonomic composi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is research identified physical disturbance and food supplies as the 

driving factor of community structure. Of which, the magnitude of physical disturbance is more 

influential than the abundance of food supplies. This study further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of utilizing 

submarine canyons as natural laboratories of environmental shifts and the prospective development 

of cany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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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構思參與國內海洋研究競賽的出海提案過程中，我注意到臺灣西南海域是臺灣周遭海

底峽谷的主要分佈區域之一，且擁有不同型態的海底峽谷。過去前人研究多聚焦於峽谷的型

態與沉積物運輸機制，對於峽谷內部生態結構研究則較有限。查閱文獻時更進一步發現，許

多峽谷內生物密度與多樣性均遠高於外部環境，此現象激起了我的好奇，峽谷型態與地理特

性使其內部環境因子與外部環境有何差異？環境差異對生物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哪些因子

最能反映區域性的生態結構特性？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構想 

海底峽谷為大陸邊緣上廣泛分佈的地質構造，其陡峭多變的地形不僅影響海流模式與沉

積物的運輸，也為生物提供了多樣的棲地。目前全球約有 9000 個已發現的海底峽谷，其中有

6 個分佈於臺灣西南海域。許多前人研究 (Gunton et al., 2015; Wei et al., 2012; McClain and 

Barry, 2010; Robertson et al., 2020) 皆曾發現海底峽谷會形成區域性生物熱點，擁有明顯高於

周遭環境的生物密度與多樣性，Fernandez-Arcaya et al. (2017) 更認為海底峽谷為 「海洋生態

多樣性的來源之一」。然而，海底峽谷型態多樣複雜，不同型態的峽谷對生物的影響有何差

異仍不明確。曾有學者試以地貌特徵建立模型評估峽谷的棲地潛力，量化了包含源頭深度、

平均斜率、分支數量等共 22 種地質參數 (Huang et al., 2018)，卻仍未能明確辨識出不同峽谷

地貌與底棲生態結構的關聯性。 

有別於以地質參數為核心的分析方式，本研究期以環境因子為主軸，辨識出影響生物群

聚結構的主導因子並量化不同因子的影響力，再以地理資訊系統(QGIS)為輔針對峽谷地貌特

徵進行討論，探討峽谷型態如何透過影響環境因子的方式間接形塑區域性生物群聚結構。 

由於生物種類繁多，本研究選擇其中的大型底棲動物 (benthic macrofauna; >300 um)。大

型底棲動物多位於海底沉積物的表層，不僅構成海洋食物鏈的基礎，也對海洋碳氮硫循環、

沉積物性質、污染物的代謝、次級生產等皆有所影響 (Snelgrove, 1998)。同時，底棲動物具有

生態系統工程師 (ecosystem engineer) 的特性，能調節其周遭環境並透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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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其他生物可利用的資源 (Stratmann et al., 2020)。此研究中，我想暸解不同海底峽谷型態對

各種環境因子的影響，以及大型底棲動物對環境因子變化的反應。 

 

三、研究區域 

臺灣西南海域的六個峽谷中，本研究聚焦於其中的高屏峽谷與枋寮峽谷。現行的峽谷分

類系統 (Harris and Whiteway, 2011) 以峽谷源頭與大陸棚的相對位置將全球海底峽谷分為三

種類型。其中，源頭連接陸地溪流系統的海底峽谷最為少見（僅佔所有海底峽谷的 2.6%），

其餘峽谷的源頭則皆嵌入大陸棚或侷限於大陸斜坡上。本研究中的高屏峽谷便是全球少數源

頭連接陸地溪流系統的峽谷之一 (Chiang et al., 2020)。高屏峽谷向上連接高屏溪流系統，高

屏溪除了向高屏峽谷穩定輸入大量的陸源沉積物外，也使高屏峽谷擁有強烈而頻繁的濁流擾

動。同時，高屏峽谷向下連接作為全球內潮主要生成地 (Lynch, 2004) 的呂宋海峽及恆春海

脊，使高屏峽谷內部長期存在強烈內潮擾動，其高能量環境也使其成為「自然環境擾動」的

重點研究區域 (Azpiroz-Zabala et al., 2017)。 

枋寮峽谷在演化初期與高屏峽谷型態相似，但因缺乏與陸上河流的連接，最終形成源頭

嵌入大陸棚的型態 (Chiang et al., 2020)。由於未連接路上溪流，枋寮峽谷的陸源沉積物量相

對有限，以季節性的颱風和峽谷自身結構崩塌的碎屑為主，枋寮峽谷內部發生濁流擾動的頻

率亦明顯低於高屏峽谷 (Hale et al., 2012)。高屏與枋寮兩峽谷在沉積物來源、輸入量、物理性

擾動強度等面向都有明顯的差異，本研究遂以高屏峽谷與枋寮峽谷（圖一）為研究對象，探

討同一海域中兩型態差異明顯的海底峽谷間的各環境因子差異及其對生物群聚結構的影響。 

 

四、研究目的 

（一）透過水文及沉積物特性討論海底峽谷與大陸斜坡的環境差異。 

（二）分別從生物密度與生物組成兩個面向討論高屏與枋寮峽谷的生物群聚結構差異。 

（三）討論各環境因子與高屏峽谷及枋寮峽谷間生物群聚結構差異的關聯性。 

（四）建立模型量化研究結果，並檢驗先前提出的研究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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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器材及設備 

一、研究材料 

（一）The General Bathymetric Chart of the Oceans (GEBCO) 2021 Version 

GEBCO（通用大洋水深圖）為國際海道測量組織  (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Organization) 架設的海底地形資料數據庫，提供全球範圍的水深網格資料。 

（二）研究船採樣 

我參加國內海洋研究計畫競賽並於 2021 年獲得出海採樣機會，於高屏峽谷上游與鄰

近高雄港的斜坡進行採樣，本研究採樣航次詳見附錄一(GC2A)。 

（三）海洋研究所生物採樣資料 

此資料為國內海洋研究所於 2015 到 2018 年間反覆至臺灣西南海域進行生物採樣的

資料，每個測站（測站位置見圖一與附錄一）皆有水文及沉積物資料。 

圖一、採樣測站標示。其中 GC 為高屏峽谷，GS 為大陸斜坡，FC 為枋寮峽谷，英文字母為地形剖

面代號。此圖為使用 QGIS 地理資訊系統處理 GEBCO 水深網格資料繪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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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據紀錄與分析 

（一）R 語言 (R) 4.1.2 與 R Studio 

後續生態統計分析（詳見研究過程與方法）皆使用 R 語言撰寫完成。 

（二）Microsoft Excel 

用於實驗過程中的原始資料記錄、地形剖面分析與部分圖表繪製。 

（三）Quantum GIS (QGIS) 3.22.1 地理資訊系統 

用於兩峽谷地形剖面的擷取與地圖的繪製。 

 

三、研究設備 

（一）底泥樣本採集 

1. Shipek Grab Sampler 沉積物採樣器（Wildco® 860–A10）。 

Shipek 採樣器可用於採集海底表層沉積物，採樣面積為 0.3 m²。 

（二）生物樣本處理 

1. 器材：解剖顯微鏡 （Olympus® SZ61; 0.67–4.5X）、濾水壺、樣本瓶、試管

架、鑷子、培養皿、297 μm 篩網、塑膠瓶、燒杯、勺子。 

2. 藥品：酒精（95%）、福馬林（5%）、Rose Bengal 染劑。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圖二、研究流程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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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本採集與處理 

（一）研究船作業 

1. 研究船（圖三）抵達預定採樣點後，以單音束水深測量儀量測並記錄該點水深。 

2. 確認站點無誤後，下放 Shipek 沉積物採樣器。 

3. 採樣期間利用濾水壺（5 μm 濾芯）過濾海水中的雜質與浮游生物。 

4. 利用過濾後的海水對福馬林進行稀釋，最終使福馬林濃度為 5%。 

5. 取得沉積物後，將其浸泡於福馬林中，並裝入塑膠瓶密封（圖四）。 

 

（二）實驗室作業 (Danovaro et al., 2009) 

1. 以 297 μm 篩網過濾樣本（大型底棲動物> 300μm）。 

2. 過濾後，將樣本浸泡於含有 Rose Bengal 染劑 (5gL-1) 的福馬林 (5%) 中，生物

組織會被染成桃紅色以方便辨識，染色後以乙醇（95%）浸泡。 

3. 樣本置於培養皿中以解剖顯微鏡進行分類群鑑定、長寬比測量與計數（圖五）。 

4. 利用鑷子將觀察完畢的生物依分類群裝入樣本瓶，樣本瓶中加入乙醇。 

圖三、本研究出海採樣（作者攝）。 

 

圖四、船上底泥樣本處理（步驟 4、5）。 

 

圖五、解剖顯微鏡下的底棲動物。左圖為多毛類 (Polychaeta)，右圖為線蟲 (Nemat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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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據分析 

本研究先個別討論了不同區域間的環境差異與生物群聚結構差異，最後再將兩者結合討

論，共分析了各採樣點的九個環境因子與二十一種底棲動物分類群的密度資料。研究過程中，

先對資料進行前置處理，再透過線性判別分析簡化多變量資料並分析區域間環境差異，最終

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檢驗先前推論。本研究的所有統計分析皆使用 R 語言完成。 

（一）資料前置作業 

1. 環境資料 

包含 9 個環境因子，分別為黏土 (Clay; %)、粉沙 (Silt; %)、沙粒 (Sand; %)、

總有機碳 (Total Organic Carbon; %)、碳氮比 (CN ratio)、鹽度 (Salinity; psu)、溶氧

量 (Dissolved Oxygen; mg/L)、溫度 (Temperature; °C) 與透光度 (Light transmission; 

%)。為了使上述資料符合常態分佈以適用後續分析方式，所有環境皆經過 log(1+x) 

轉換與標準化(Greenacre and Primicerio, 2013)。 

2. 生物資料 

將生物數量資料轉換為生物密度，生物組成資料經過四次方根轉換，以使稀有

物種在後續計算中的比重提升。為同時考量「物種出現與否 (presence / absence)」及

「各物種數量 (abundance)」，並避免兩樣本因多筆生物類群數量皆為零而被認定為

「相異度低」 (Ricotta and Podani, 2017) ，本研究採用布雷—柯蒂斯相異度 (Bray-

Curtis Dissimilarity) 計算採樣點之間的生物組成相異程度。 

假設兩採樣面積相同的樣本分別為 i 及 i’，其中 𝑛𝑖+ 與 𝑛𝑖′+ 分別代表 i 及 i’ 

的生物總數，j 代表分類群（即 j = 1 為第一個類群、j = 2 為第二個…，共有 J 個類

群），兩樣本間生物組成的布雷—柯蒂斯相異度 𝑏𝑖𝑖′  為： 

𝑏𝑖𝑖′ =
∑ |𝑛𝑖𝑗 − 𝑛𝑖′𝑗|𝐽

𝑗=1

𝑛𝑖+ + 𝑛𝑖′+
 

若兩個測站的生物組成完全相同（𝑛𝑖𝑗 = 𝑛𝑖′𝑗  恆成立），則𝑏𝑖𝑖′ = 0。反之，若生

物組成完全不同（𝑛𝑖𝑗 > 0 時 𝑛𝑖′𝑗 = 0），則𝑏𝑖𝑖′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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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線性判別分析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LDA) 

本研究希望討論高屏峽谷、枋寮峽谷與大陸斜坡間的環境差異，並找出區隔三採樣

區域的主要環境因子。由於環境資料包含了九個環境因子，因此無法直接進行解讀與製

圖，為了降低解讀資料的難度，並找出對三區域間環境差異貢獻最大的因子，本研究採用

線性判別分析處理環境資料。 

線性判別分析利用「分組資訊」（本研究的資料點依採樣區域分成三個組別），在

降低數據維度的同時，將資料的組內分散量 (within-class scatter) 最小化，組間分散量 

(between-class scatter) 最大化。線性判別分析處理後的數據，同一組別的資料點在圖上會

集中於同一區域，而不同組別的資料點則會相距較遠，以此區隔不同組別的資料點 

(Hastie, Trevor, et al., 2017)。 

（三）結構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為驗證研究結論的適切性，本研究依研究結論建構了結構方程模型，欲以此歸納出

潛在因子，並討論各因子和生物群聚結構間的關聯性。 

結構方程模型在生態學領域中被廣泛應用於驗證牽涉多個變量的假說及分析複雜的

生態鏈關係 (Fan et al., 2016)，其結合了驗證性因子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量

化潛在變量 (latent variable) 的方法與路徑分析 (Path Analysis) 找出各變量間的相互影

響關係。潛在變量的量化是本研究選用結構方程模型的主要原因，其可將許多直接觀察的

變量統合整理出一牽涉範圍廣泛且難以直接觀測的潛在因子（例如：由海平面上升、溫室

氣體增加等可觀測的變量，歸納出「氣候變遷」為潛在變量）。 

模型建立後，需以不同適配性指數從不同面向驗證該模型的適配性 (Fan et al., 2016)，

本研究參考 (Kline, 2015) 之建議，採用下列指標： 

1. Chi-Square Test (χ2): 此指數為一顯著性檢定，其虛無假設 (null hypothesis) 為「模

型之共變異數矩陣 (covariance matrix) 與實際資料之共變異數矩陣無顯著差異」，

檢定 p 值 < 0.05 時即拒絕虛無假設（即模型的運算結果與實際觀測結果有顯著

差異），因此，一適當的模型之 Chi-square 檢定 p 值應 > 0.05，但此檢定較易

受樣本數量影響 (Bentler and Bonett, 1990; Mulaik et al. 1989; Hu and Bentler 1999)，

為此，本研究同時檢驗 SRMR 指數。 

https://ecologicalprocesses.springeropen.com/articles/10.1186/s13717-016-0063-3#ref-CR74
https://ecologicalprocesses.springeropen.com/articles/10.1186/s13717-016-0063-3#ref-CR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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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SRMR 值愈高，模型的適配度愈

低，Hu and Bentler (1999) 認為 SRMR < 0.09 代表模型的適配性良好。 

模型的結構示意圖如下（圖六），其中 A、B、C 皆為已知變數，x、y、z 為模型的

參數，稱為路徑係數 (path coefficients) ，每個變數都會搭配一獨立變量，分別為 𝜓𝐴、𝜓𝐵、

𝜓𝐶，用以衡量模型關係以外的殘餘變量 (residual influences)： 

𝐴 =  𝜓𝐴 

𝐵 =  𝑥𝐴 + 𝜓𝐵 

𝐶 =  𝑦𝐴 + 𝑧𝐵 + 𝜓𝐶  

 

其中，路徑係數的解讀方式如下，正號的路徑係數表示隨著一單位的獨立變量 

(independent variable) 增加，其對應的應變變量 (response variable) 會隨之增加，增加幅

度與路徑係數之絕對值成比例，負值則代表獨立變量增加會導致應變變量減少，幅度亦

與係數絕對值成比例 (McIntosh and Gonzalez-Lima, 1994)。 

 

三、地形資料處理與 GIS 系統的應用 

本研究的環境因子中，並沒有海流擾動資料，然而討論兩峽谷的環境差異時，其內部環

境擾動也是一關鍵因子。Chiou et al. (2011) 曾提出一高屏峽谷的內潮擾動模型，可作為計算

底流流速的依據，但因本研究無法在枋寮峽谷內取得相同的海流資料，所以最終未將流速資

料納入環境資料中。De Leo et al. (2014) 認為，地形剖面型態可作為環境擾動的間接證據，谷

底剖面愈趨近 V 型，則底流產生的擾動愈強烈。基於此，本研究改用地形剖面作為間接推測

擾動強度的依據，輔助後續研究結果的討論，但由於未能確定地形是否直接影響生物特性，

或僅間接影響上述環境因子，所以本研究暫未將地形剖面量化納入數據分析。 

本研究將 GEBCO 大洋通用水深圖的網格資料匯入 QGIS 地理資訊系統，進行山體投

影、上色、等深線繪製等處理後，描繪出高屏與枋寮兩峽谷的區域，並分別從枋寮峽谷上下

游、高屏峽谷上中下游擷取了數個地形剖面（編號對應圖一橫線）。 

  

A B

C

x

y z

圖六、結構方程模型簡圖及其運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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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不同區域間的環境差異 

本研究曾透過 PERMANOVA 檢定發現高屏與枋寮兩峽谷的環境差異具有顯著意義（附

錄四；表三），並利用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分析高屏、枋寮與大

陸斜坡之環境異同（附錄三），從中發現峽谷與斜坡環境之主要差異為碳氮比，反映沉積物

來源的不同。同時，本研究亦發現高屏峽谷內部不同深度所呈現的環境變化明顯，枋寮峽谷

內部各深度的環境特性皆十分相似，整體環境較為穩定。然而，先前主成分分析之結果未能

判斷出高屏與枋寮兩峽谷主要環境差異的來源，為此，本研究進一步納入更多採樣資料進行

分析，並選用為「找出組間差異之主要貢獻因子」而設計的線性判別分析(LDA)，更深入探討

兩峽谷的環境特性之異同。 

本研究利用線性判別分析將環境資料呈現於圖七，並藉此分析不同採樣區域間環境特性

之異同，橫軸 LD1 與縱軸 LD2 分別詮釋了組間資料變異量的 89.2% 與 10.7% 。圖七中，

高屏峽谷（黃）、枋寮峽谷（紅）與大陸斜坡（藍）之資料點因環境因子的差異而在圖上聚

集成三個獨立的資料群。其中，大陸斜坡與枋寮峽谷之資料點距離較近，且於 LD1 方向上有

部分重疊（LD1: -3 至 -1.5 區間)，由此推知枋寮峽谷之環境特性與大陸斜坡較相似，高屏峽

谷則與另外兩區域有較明顯的環境差異。 

環境因子特徵向量的長度反映該因子對不同區域間環境差異的貢獻，圖七中，有機碳含

量 (TOC)、黏土百分比(Clay)與碳氮比(CN)與沙粒百分比(Sand) 等與沉積物組成相關的環境

因子向量明顯較長，顯示三區域環境差異主要來自沉積物特性的不同。同時，若將高屏峽谷

資料分佈中心與枋寮峽谷資料分佈中心連線，發現此連線方向幾乎與透光度(Trans)及碳氮比

(CN)之向量平行，顯示透光度與碳氮比為兩峽谷的主要區隔因子。透光度可作為物理性擾動

強度的間接證據  (Liu et al., 2010)，強烈的物理性擾動會使海水中的懸浮沉積物濃度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 偏高，在水中形成透光度低的混濁層 (benthic nepheloid 

layer)，圖八(h)中，大陸斜坡與枋寮峽谷的透光度在各深度皆相近且變動幅度小，推論環境擾

動微弱。高屏峽谷的透光度則明顯低於其他兩區域，且呈現隨深度增加而遞增的趨勢，推論

其源頭具有強烈擾動使懸浮沉積物濃度偏高，隨擾動強度漸減，懸浮沉積物濃度降低，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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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逐漸回升。碳氮比可用於分析一區域的沉積物來源，陸生植物的碳氮比多為 12 以上，海

生植物及浮游藻類的碳氮比則多介於 6 到 8 之間 (Lee et al., 2020)，此數值雖隨研究區域不同

而略有差異，但整體而言，陸源沉積物之碳氮比普遍高於海源沉積物。圖八(b)中，高屏峽谷

碳氮比整體高於枋寮峽谷，反映其因連接高屏溪而有大量陸源沉積物匯入的地理特性。 

同時，資料群於圖上的位置及環境相量之相對延伸方向反映某區域的環境因子表現：以

高屏峽谷之資料分佈為例，其資料點集中於圖七的右上方，而有機碳含量(TOC)向量往圖的左

偏下方延伸（顯示愈趨左下方的資料點，沉積物碳含量愈高），高屏峽谷資料分布區域與碳

含量向量延伸方向相反，推知高屏峽谷整體沉積物之有機碳含量(TOC)低於大陸斜坡（分布於

圖的最左方）與枋寮峽谷（分佈於圖的左下方），同理顯示，高屏峽谷之碳氮比 (CN) 整體

高於枋寮峽谷，透光度 (Trans) 低於枋寮峽谷，上述結果皆與圖八相符。 

然而，本研究發現黏土百分比(Clay)與沙粒百分比(Sand)兩因子於圖七與圖八的分析結果

有所出入。圖八(a, g)分別顯示枋寮與斜坡之黏土佔比在各深度皆相近、高屏峽谷黏土佔比最

低且高屏峽谷之沙粒佔比明顯高於其他兩區域，然此現象無法從圖七上觀察到。對此，本研

究推測，因本研究在進行線性判別分析前曾先透過對數轉換處理環境資料，此轉換會弱化 (de-

emphasize) 極端數值在分析中的影響 (Metcalf & Casey, 2016)。以高屏峽谷之沙粒百分比 

(Sand) 為例，附錄二中，航次 1126 資料點的沙粒佔比約在 0~13%之間，與枋寮峽谷之數值

範圍相同，然而航次 1102 資料點的沙粒佔比卻介於 35~93%，此差異大幅影響圖八(g)之沙粒

佔比平均值，然基於數值方法之差異，此極大數值對圖八的影響明顯大於圖七。 

本研究推測，航次 1126 與 1102 之採樣月份不同，而高屏溪乾溼季之流量與沉積物組成

差異使高屏峽谷之沉積物特性有大幅的季節性變化 (Liu et al., 2016)，由於數據前置處理弱化

了此差異，使線性判別分析在沉積物特性的呈現較為失真。由於季節性變化亦反映了高屏峽

谷之環境特性，且可能對生物存在重要影響，故本研究以圖八(a, d, g)之分析結果為主討論沉

積物特性（即沙粒、粉沙與黏土佔比三個因子），發現高屏峽谷上游以大粒徑沉積物（沙粒）

為主，黏土與粉沙之佔比皆略低於其他兩區域，大陸斜坡與枋寮峽谷之沉積物特性則在各深

度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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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環境因子線性判別分析圖。圖中藍色代表大陸斜坡、黃色代表高屏峽谷、紅色代表枋寮峽谷，資料點

大小代表採樣水深。兩軸分別為所有環境因子向量的線性組合，向量代表環境因子，環境因子為黏土 (Clay; 

%)、粉沙 (Silt; %)、沙粒 (Sand; %)、有機碳含量 (TOC; %)、碳氮比 (CN)、鹽度 (Salinity; psu)、溶氧量 

(Oxygen; mg/L)、溫度 (Temp; °C) 與透光度 (Trans; %)。 

 

圖八、各環境因子隨深度變化折線圖。藍色為大陸斜坡、黃色為高屏峽谷、紅色為枋寮峽谷。 

 



 

13 

環境擾動之定義為能夠改變生態系統結構與空間分佈之環境變化，包含物理性（如海流、

內潮、濁流、熱帶性風暴、突發性大量降雨等等）、化學性（如重金屬離子、污染事件等等）

及人為擾動（如拖網捕魚、天然氣採集、海洋垃圾等），對生態系統亦存在顯著影響 (Robertson 

et al., 2020)。本研究聚焦於物理性擾動的分析討論，由於難以取得流場觀測資料，本研究以峽

谷中的地形剖面作為環境物理性的間接證據。De Leo et al. (2014) 認為峽谷剖面可作為判斷

峽谷內部流場型態的依據，其中谷底剖面愈趨近 V 型，則底流產生的擾動愈強烈。故本研究

擷取高屏峽谷上、中、下游（圖九、十、十一）與枋寮峽谷上、下游（圖十二、十三）剖面

（剖面代號對應位置見圖一）進行討論。 

 兩峽谷中，愈趨向下游，谷底剖面的 U 型特徵愈明顯，顯示兩峽谷源頭處底流擾動最強

烈，愈往下游，底流擾動愈微弱。對比高屏與枋寮兩峽谷的剖面顯示，高屏峽谷上游（圖九）

與中游（圖十）谷底Ｖ型特徵明顯，至峽谷下游（圖十一）才逐漸出現 U 型谷的型態，呼應

前人研究 (Wang et al., 2008; Liu et al., 2010; Chiou et al., 2011) 中「高屏峽谷內部具強烈擾動」

的研究結果。其中，本研究採樣區域分佈於水深 1000 公尺內，為 V 型谷特徵最明顯之上游

區域，推知本研究中的生物密度及組成皆受強烈擾動的影響。對比之下，枋寮峽谷上游谷壁

雖較自身下游陡峭，但 V 型特徵已不明顯，較接近 U 形，枋寮峽谷下游則有明顯 U 型特徵。 

Gunton et al. (2015) 曾於愛爾蘭沿海的懷塔特峽谷 (Whittard Canyon) 中下游（lower 

baythal depth; 水深約 3000 公尺以上）進行相似的底棲研究，並發現懷塔特峽谷環境擾動程

度中偏弱，不足以對生物構成負面影響，本研究對照其峽谷剖面型態（附錄六），發現懷塔

特峽谷各分支的底部剖面與枋寮峽谷下游相似度高，U 型特徵極為明顯。由此推測，枋寮峽

谷之環境擾動強度應亦趨中偏弱，與高屏峽谷有明顯差異。 

由此顯示，兩峽谷中擾動強度皆隨深度遞減，其中高屏峽谷的擾動較強烈。本研究的高

屏峽谷內的採樣資料僅包括上中游，因此所分析的生物樣本受較強烈的環境擾動影響。枋寮

峽谷的資料則上中下游皆有（圖一），並透過與其他峽谷的比較推測枋寮峽谷擾動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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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左上）高屏峽谷上游地形剖面。 

圖十、（左中）高屏峽谷中游地形剖面。 

圖十一、（左下）高屏峽谷下游地形剖面。 

 

圖十二、（右上）枋寮峽谷上游地形剖面。 

圖十三、（右中）枋寮峽谷下游地形剖面。 

 

上圖中，橫軸為沿剖面起始點的距離 (km)，

縱軸為水深 (m)，剖面位置詳見（圖一）。 

地形網格資料來自 GEBCO 並以 QGIS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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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區域間的生物群聚結構差異 

本研究將高屏峽谷、枋寮峽谷與大陸斜坡的生物密度隨深度變化圖呈現於圖十四。圖中

可見，大陸斜坡與枋寮峽谷的生物密度皆是隨深度增加而遞減，反之，高屏峽谷的生物密度

則是隨深度增加而遞增。其中，高屏峽谷的生物密度與深度的關聯性 (R2 = 0.73) 明顯高於其

他兩個採樣區域，推測因環境擾動強度會隨水深變化，使水深與生物密度有較高的關聯性，

隨水深增加，採樣點與峽谷源頭的距離愈遠，其內部物理性擾動愈微弱，生物密度隨之增加。 

同時，高屏峽谷與枋寮峽谷的趨勢線於水深約 900 m 處相交。高屏峽谷上游處，整體生

物密度明顯低於枋寮峽谷與大陸斜坡，而隨其生物密度逐漸遞增，高屏峽谷下游處的生物密

度已有略高於枋寮峽谷的現象。 

 

本研究曾透過 PERMANOVA 顯著性檢定發現兩峽谷的生物組成差異存在統計上的顯著

性（附錄四，表五）。本研究續將高屏與枋寮峽谷中各測站樣本中的生物進行分類後繪製成

熱圖（圖十五）。圖十五顯示，高屏峽谷測站 (GC) 中，生物分類群數目 (number of taxa) 與單

一類群生物密度皆較枋寮峽谷 (FC) 低。其中紐形動物門 (Nemertea)、囊蝦總目 (Peracarid 

crustaceans) 中的端足目 (Amphipoda) 與等足目  (Isopoda) 及軟體動物  (Mollusks) 中的雙殼

綱 (Bivalvia) 在高屏峽谷中數量幾乎為零，或只出現在深度較深（距源頭較遠）的採樣點，在

枋寮峽谷中則較穩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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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生物密度隨深度變化圖。藍色為大陸斜坡、黃色為高屏峽谷、紅色為枋寮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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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毛類 (Polychaeta) 在所有採樣點都有發現，然在高屏峽谷中多毛類的數量仍略低。線

蟲 (Nematoda) 在兩峽谷中皆能穩定存在（僅五個測站中數量為零），數量上的差距也較小，

但整體數量較多毛類低，推測有可能是篩網尺寸選擇造成（線蟲體型普遍較小，大部分被歸

類為小型底棲動物 meiofauna)。 

 

 

 

三、理論驗證：影響生物群聚結構的直接與潛在因子 

本研究先前曾採用距離式冗余分析 (distance-based Redundancy Analysis; dbRDA) 分析生

物類群與環境因子間的關聯性，歸結出有機碳含量與透光度兩因子對兩峽谷生物群聚差異間

的貢獻度最高（附錄五，圖二十），並推論「透光度可反映環境擾動強度，有機碳含量反映

食物量，兩者為形塑生物群聚的主導因素，其中環境擾動可能同時影響生物與食物量」。然

而，本研究僅能從冗余分析中判斷出主要的關聯因子，卻無法量化不同因子間的影響幅度（例

如：本研究先前無法確認環境擾動與食物量是否等幅度影響生物，亦或者其中一個因素擁有

較大的影響力）。 

圖十五、生物組成熱圖。縱軸為生物類群名，橫軸為採樣航次（對照附錄一），採樣航次代號中，GC

為高屏峽谷，FC 為枋寮峽谷，格中數字為每平方公尺的生物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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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對生物的影響因素中，往往包含多個環境因子的貢獻（例如：有機碳含量、沙粒

百分比、碳氮比等因子可共同反映「食物量」的多寡），若能將性質相似的因子歸納整合，

將可提升分析的精確性。為此，本研究進一步建構結構方程模型檢驗先前的推論，為能成功

建立模型，本研究亦納入更多航次的採樣資料進行分析。 

圖十六中，有機碳含量 (TOC)與碳氮比(CN)、黏土佔比 (Cly)、粉沙佔比 (Slt) 皆呈中度

正相關，並與沙粒佔比 (Snd) 呈中度負相關，沙粒佔比 (Snd) 亦與黏土 (Cly) 及粉沙佔比 

(Slt) 呈高度負相關。前人研究 (Liao et al., 2017) 顯示，粒徑較大的沉積物（如沙粒）之碳含

量與有機顆粒量普遍低於細顆粒沉積物（如黏土及粉沙），故大粒徑沉積物之佔比亦為生物

食物量之關鍵指標，因此，本研究從有機碳含量 (TOC) 與沙粒佔比 (Snd) 兩因子歸納出「食

物量 (Foo)」之潛在因子。同時，由於本研究以透光度 (Trn) 作為環境擾動的間接證據，透光

度愈高、海水中懸浮沉積物濃度愈低、環境擾動愈微弱，故透光度為環境擾動之反指標，為

使模型呈現更為直觀，本研究將透光度取負值後作為環境擾動 (Dst) 的貢獻因子。最後，本

研究將生物密度 (Dns) 與生物類群數 (Tax) 整合為「生物群聚結構 (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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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環境因子與生物密度及組成相關係數圖。

此圖採用皮爾森相關係數。由於此程式僅能使用

三碼代號，故環境因子代號為黏土 (Cly; %)、粉

沙 (Slt; %)、沙粒 (Snd; %)、有機碳含量 (TOC; 

%)、碳氮比 (CN)、鹽度 (Sln; psu)、溶氧量 (Oxy; 

mg/L)、溫度 (Tmp; °C) 與透光度 (Trn; %)。生物

因子為生物密度 (Dns; individuals/m2)、生物類群

數 (Tax)。 

 

 

 

圖十七、環境與生物變量之結構方程模型。環境因

子為沙粒 (Snd; %)、有機碳含量 (TOC; %) 與透

光度 (Trn; %)。由於透光度實為環境擾動之反指

標，本研究於此模型中取透光度之負值。生物因子

為生物密度  (Dns individuals/m2)、生物類群數 

(Tax)。潛在因子為食物量 (Foo) 、物理性擾動 

(Dst) 及生物群聚結構 (Bio)。路徑係數之解讀詳

見（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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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為本研究依上述設定建立的結構方程模型，其中，圓形變量（Bio、 Foo 和 Dst）

為潛在變量，由直接觀測的數據歸納而得，環境 （TOC、Snd、Trn）與生物因子（Tax、Dns）

則以方框表示。潛在變量（圓形）與環境及生物因子（方框）間的係數反映該因子對潛在變

量的貢獻。以食物量 (Foo) 為例，有機碳含量 (TOC) 對食物量的貢獻略高於沙粒（係數絕

對值 |1.00|>|-0.71|），且有機碳含量愈高，食物量愈高（係數 1.00>0)，沙粒佔比愈多，食物

量愈低（係數 -0.71<0)。路徑係數表示獨立變量單位變化對應變變量的影響，以環境擾動 (Dst) 

為例，環境擾動與生物群聚間的路徑係數為-0.50，代表擾動強度(Dst)每增加一單位，生物群

聚 (Bio) 會隨之減少-0.50 單位。其中，線性方程模型之路徑係數絕對值 < 0.1 代表影響微弱，

數值 = 0.3 代表中度影響，> 0.50 之路徑係數則為明顯影響 (Suhr, 2006)。 

由此可見，食物量 (Foo) 對生物群聚結構 (Bio) 存在中偏弱的正面影響（兩者間之間路

徑係數 0.18>0)，環境擾動 (Dst) 對生物群聚 (Bio) 存在明顯負面影響（路徑係數 -0.50<0)，

且環境擾動對生物的影響幅度明顯大於食物量對生物的影響（路徑係數絕對值 |-0.50|>|0.18|）。

同時，環境擾動亦對食物量存在強烈的負向影響，顯示環境擾動可能成為形塑生物群聚的關

鍵主導因素，擾動與食物量對生物群聚的影響幅度存在明顯落差。 

 

伍、討論 

一、不同區域間的環境差異 

此研究主要以水文與沉積物特性等 9 個環境因子分析兩峽谷差異，環境擾動會影響數個

不同的環境因子，如透光度、粒徑分佈等，這些因子的變化也可作為衡量擾動強度的依據。 

本研究主要透過地形剖面與透光度變化作為長期物理性擾動的間接證據。除了本研究的

峽谷外，前人研究 (Gunton et al., 2015; De Leo et al., 2014) 結果亦顯示多數峽谷源頭 V 型特

徵皆較為明顯（或者介於 V 型和 U 型間），多在上偏中游處（水深多介於 500~600 公尺）便

已出現 U 型為主的剖面型態（附錄六）。然而，高屏峽谷除了接近源頭處出現極明顯的陡峭

V 型谷外，至中游（水深近 2000 公尺）仍維持明顯 V 型剖面，直至下游接近峽谷出口（水深

約 2800 公尺）才穩定呈現 U 型谷底，可見其物理性擾動之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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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顯示，有機碳含量(TOC)是區分三區域的主要因子之一，且高屏峽谷為三區域中有機

碳含量最低者。由於高屏峽谷有大量陸源沉積物匯入，本研究推測其有機碳含量較低的原因

並非因峽谷內沉積物實際有機顆粒少，可能是因採樣點集中在高屏峽谷上游至中游區域，上

游的強烈物理性擾動對沉積物產生淘選效應 (sorting effects)，使有機顆粒含量低的大粒徑沉

積物（如沙粒）匯集於上游 (Liao et al., 2017)，因而產生「高屏峽谷內部有機碳含量低」的環

境分析結果。由圖八可見，枋寮峽谷與大陸斜坡各深度的沉積物粒徑分佈皆十分相近，但高

屏峽谷內上游的沙粒佔比明顯較高，向下游呈遞減趨勢，此現象在約 500 m 的區域尤其明顯。 

本研究為能成功建立生物與環境間的量化模型，納入了更多航次的採樣資料進行分析。

也因此發現高屏峽谷具有明顯季節性變化的特質。前人研究 (Liu et al., 2016) 顯示，受季風

氣候與颱風影響，高屏溪沿海平原 (Gaoping coastal plain) 年度降雨有七成發生在六月初至九

月底的濕季 (flood season)，此期間高屏溪向外海輸出的沉積物量高達每年度輸出量的九成。

本研究推測，航次 OR1_1126 與 NOR3_0068 於濕季剛結束的十月、十一月進行採樣，由於濕

季期間大量陸源沉積物注入，採樣時有機顆粒含量高的小粒徑沉積物（如黏土與粉沙）佔比

較高，有機碳含量亦較高；航次 OR1_1102 在四月採樣，此時高屏溪約已經歷半年之乾季，

陸源有機沉積物輸入量長期偏低，加上峽谷底流擾動產生的持淘選作用又使小顆粒沉積物持

續往深海移動，使大顆粒沉積物在上游佔比明顯較高，有機碳含量亦低 (1126 航次的有機碳

含量約介於 0.4~0.5，1102 航次則多介於 0.2~0.4)。由此顯示高屏峽谷是環境變化劇烈的區域，

峽谷內部不同深度的環境特性、不同季節的環境特性等等皆有明顯差異，本研究透過比對線

性判別分析 (LDA)、主成分分析 (PCA)、環境因子隨深度變化折線圖、環境因子原始資料並

參考前人研究才得以完善對高屏峽谷的分析。 

環境擾動為影響區域性生態變化的關鍵因素 (Harris, 2014)，本研究認為，環境擾動除了

直接影響生物群聚以外，也會間接影響沉積物分佈，進而影響生物的食物供應。而高屏與枋

寮峽谷的地形差異（例如: 是否連接陸上溪流系統、峽谷壁陡峭程度、源頭距大陸遠近等）則

為造成兩峽谷環境差異與生物群聚結構不同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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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物群聚結構差異 

圖十四的趨勢線顯示， 枋寮峽谷內部的生物密度隨深度增加而遞減，此規律與多數峽谷

相同 (De Leo et al., 2010)， 推測為隨深度增加，沉降至海底的有機顆粒物 (phytodetritus) 減

少 (Wei et al., 2010)。然而，高屏峽谷的生物密度則呈相反規律，且高屏與枋寮兩峽谷的生物

密度隨深度變化趨勢線於水深約 900m 處相交。 

依據生態學的動態平衡理論(Dynamic Equilibrium Model; DEM) (Huston, 2014)，生產力

（productivity）與環境擾動為形塑一區域生態結構的主導因素（附錄七），本研究認為，高屏

峽谷源頭的強烈擾動使生物難以在上游生存，並同時將有機物集中於中下游，使高屏峽谷大

量陸源沉積物對生物的正面影響無法在上游體現，卻隨深度增加而逐漸累積，在中下游處，

環境擾動強度不足以影響沉積物分佈、對生物的直接威脅減小時，高屏峽谷的有機物帶來的

生存優勢才得以充分顯現。 

雖然目前仍缺乏枋寮峽谷流場的直接觀測資料，但其峽谷剖面以 U 型為主，且其透光度

與大陸斜坡相近，推測內部物理性擾動微弱。枋寮峽谷沉積物來源主要為季節性颱風 (Hale et 

al., 2012)，雖然峽谷內泥貫入體活動提高了其谷壁塌陷的頻率，但枋寮峽谷內部的沉積物量

仍十分有限 (Chiang et al., 2020) 。因此，雖然物理性擾動微弱，但有限的食物量也使枋寮峽

谷的生物密度隨深度漸減，其下游生物密度可能因此低於高屏峽谷下游。 

枋寮峽谷的生物組成較高屏峽谷豐富。囊蝦總目在兩峽谷內的差異尤其明顯，於枋寮峽

谷內較能穩定存在。囊蝦總目爲淺底棲性 (epibenthic) 生物，無法棲於底泥較深處減少受擾

動的影響 (Aller,1997)，因此對環境擾動的反應最為明顯，也成為區分兩峽谷的主要生物群。

由此可見，不同生物類群對環境變動的反應皆有所差異，生物群聚特性亦可能反映區域環境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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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底峽谷生態研究的綜合討論與比較 

許多其他峽谷的生態研究皆發現海底峽谷是生物密度與多樣性的熱點 (De Leo et al.,2014; 

McClain and Barry, 2010; Robertson et al.,2020; Gunton et al., 2015; De Leo et al., 2010; Wei et al., 

2012)，即海底峽谷內部的生物密度與生物多樣性皆顯著高於外部環境。推測峽谷中的流場會

降低有機顆粒沉降的速率或使沉降至底部的 POM (particulate organic matter; 泛指生物性的浮

游藻類、細菌等和非生物性的有機碎屑) 再向上懸浮循環，使峽谷水層中的有機物含量高於

周遭地區，提高其初級生產力 (primary productivity) (Bosley et al., 2004)。同時，峽谷的棲地

多樣性 (habitat heterogeneity) 亦會使生物的多樣性提升，由於峽谷內部地形複雜，同一區域

往往含有泥土、沙土、岩石壁等多樣化的棲地，為更多種類的生物提供有利的生存條件 (De 

Leo et al., 2014)。 

然而，本研究中，兩峽谷的生物密度都整體低於周遭斜坡環境，且大部分的生物類群皆

無法穩定存在高屏峽谷內部，與前人研究 (Liao et al., 2017) 比較後發現，枋寮峽谷的生物多

樣性亦未高於大陸斜坡，這樣的發現有別於其他峽谷的研究。本研究認為，峽谷需具備沉積

物輸入量穩定且充足、地理環境沒有強烈物理性擾動影響等基本條件，才能使峽谷流場的循

環效應與底質多樣性等因素體現於生物群聚的變化。以本研究的枋寮峽谷為例，其源頭距離

陸地較遙遠，季節性颱風與谷壁坍塌等偶發性事件 (Hale et al., 2012) 也難以提供穩定的沉積

物輸入，即使峽谷流場能促進有機顆粒的循環利用、地形提供較為多樣的棲地，也無法使食

物量有限的枋寮峽谷成為生物熱點。 

同時，雖然在高屏上游觀測到的生物密度與多樣性明顯較低，但本研究認為高屏峽谷有

潛力成為深海的生物密度與多樣性熱點。過去研究顯示，有連接陸上河流的海底峽谷 (Wei et 

al., 2012; De Leo et al., 2010) 多因接收河流的大量陸源沉積物，使其生物密度與多樣性不但高

於大陸斜坡，也整體高於其他作為生物熱點的海底峽谷。高屏峽谷所連結的高屏溪是臺灣流

域最廣、輸沙量 (suspended sediment load) 次高的溪流 (Liu et al., 2016)，使高屏峽谷匯集大

量陸源沉積物，雖然其物理性擾動使源頭不利於生物生存，但隨環境擾動減弱與有機物的逐

漸累積，高屏峽谷生物密度隨著深度逐漸遞增。圖十三中，高屏峽谷下游深度可達近 3000 公

尺深，可見本研究所討論的高屏峽谷仍侷限於上游區域，但也已出現高屏峽谷生物密度逐漸

超越枋寮峽谷的趨勢。同時，高屏峽谷其地形蜿蜒 (sinuous)、不同區段陡峭程度差異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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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許多壑溝地形  (gullies)、底質種類多元，是地質多樣性  (geodiversity) 極高的環境 

(Chiang et al., 2021)，能為生物提供極多樣的棲地。綜合上述觀察與前人研究，雖然現階段受

限於採樣技術而無法直接分析高屏下游的生物群聚，但本研究推測其下游可能在貧瘠的深海

環境中成為生物密度與多樣性的熱點。 

全球 9000 個海底峽谷中，除了高屏峽谷外，亦有其他具有強烈物理性擾動的高能量峽谷

環境。美國加利福尼亞海域的 Monterey Canyon (Xu et al., 2004)、Hueneme Canyon 和 Mugu 

Canyon (Xu et al., 2010) 及非洲連接剛果河的剛果峽谷 (Congo Canyon) 皆曾觀測過最大流速

與高屏峽谷相當的物理性擾動，其中剛果峽谷的濁流流體結構特殊，擾動持續時間曾超過 160

小時，強度更是高於高屏峽谷 (Azpiroz-Zabala et al., 2017) 。或許在持續的探索下，會發現更

多具有強烈環境擾動的峽谷，若能將相似的研究結果進行統合分析，應能更完善的解釋生態

系統面對物理性擾動的變化與適應。 

 

四、現階段的研究限制 

本研究聚焦討論了海底峽谷內部的物理性擾動對生物的影響，並利用透光度與底部剖面

型態等間接證據進行比較討論。然而，上述觀察也僅能反映物理性擾動的其中一個面向，Harris 

(2014) 曾針對「物理擾動」 進行分類，其中「壓迫性擾動」 (press disturbance) 為長期的連

續性擾動 （例如:持續長時間或季節性的濁流），「脈動性擾動」(pulse disturbance) 則為短期

突發性擾動（例如:熱帶風暴）。 此研究中，地形剖面較能反映持續性底流壓迫性擾動 (De 

Leo et al., 2010)，然而突發性事件 （如地震、颱風）引發的脈動性擾動，如邊坡破壞 (slope 

failure)、谷壁坍塌 (slumps)、岩屑流 (debris flows)、濁流 (turbidity current) 等則難納入考慮。 

除了物理性擾動以外，拖網捕魚 (bottom trawling)、天然氣採集、海洋垃圾、化學污染等

等人為活動亦會對深海的生物群聚產生威脅 (anthropogenic threats)。以拖網捕魚為例，過去

數十年間，隨著漁業技術發展擴張，全球沿海峽谷上游至中下游區間的拖網捕魚活動愈發活

躍 (Martín et al., 2014)，由於許多深海生物的生長率、繁殖率皆較低 (Norse et al., 2012)，深

海生態系統尤其容易受相關人為活動影響。由於人為活動的種類與形式繁多，涉及的地域範

圍極廣，對環境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因此將人為活動與污染準確的量化分析十分困難，也使

其往往成為被忽略的考慮因素，也成為此類生態系統研究的限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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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研究建構的結構方程模型中，現階段仍缺乏量化物理性擾動的直接證據。本研

究在構思研究流程時，曾規劃以 ADCP (Acoustic Doppler Current Profiler; 聲學都卜勒流速剖

面儀）量測流場數據，透過最大流速、平均流速與粒子散射程度 (particle backscatter) 等數據

推算峽谷內部物理性擾動強度，但由於測量時儀器狀態略有異常，且無法在所有採樣點都取

得相關測量數據，因此最終並未採納。本研究亦曾參考 Chiou et al. (2011) 所建立的高屏峽谷

內潮物理模型，但由於枋寮峽谷並無相似的流場模型，因此也無法納入分析。同時，本研究

曾嘗試應用 Huang et al. (2018) 與 De Leo et al. (2014) 量化剖面型態的方法，利用 GIS 系統

計算谷底切線角度正切值與平均谷壁斜率，彌補缺乏流場資料的不足，但由於水深網格資料

解析度不夠高，誤差範圍過大，因此最終僅以「透光度」作為擾動的量化因子。雖然透光度

與生物密度、類群數、有機碳含量等關鍵指標皆呈中高度相關，模型檢驗指數亦顯示適配性

良好，但若能將流場資料等直接證據納入模型，必能使模型更加完善。 

環境分析中，高屏峽谷大幅的季節性變化亦導致本研究的線性判別分析結果在沉積物組

成的部分略有失真。除了數據前置作業的原因外，由於線性判別分析需「最小化組內差異」、

「最大化組間差異」，故較適用同一組別因子表現相近的資料（例如：枋寮峽谷內部不同深

度環境特性皆相似），對於同一組別內因子有大幅變化的資料（如高屏峽谷）則較易失真，

對此，本研究採用多方參照、相互比較的方法，利用不同分析方式處理相同資料，再搭配理

論與前人研究進行剖析。 

就生物分析而言，本研究主要討論對象為大型底棲動物，大型底棲動物作為食物鏈的基

礎，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區域性的生態環境。由於不同類型的生物對環境的反應不盡相同，

部分研究會採用同時比較多種生物的方式，更全方位暸解環境因子變化對生物的影響，例如，

Liao et al. (2017) 研究內潮擾動的高能量環境中的大型與小型底棲動物，Donadi et al. (2015) 

以生物體的長寬比為分類依據討論各長寬區間生物對環境變化的反應。以本研究為例，因為

只研究大型底棲生物，在分析生物組成時，便難以確認線蟲數量低於多毛類是否為體型落差

造成，若未來有望納入更多元的生物資料進行分析，將能使本研究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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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的應用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使用多變量統計方式進行找出不同型態峽谷環境的主要區隔因子，並建立模型量

化環境因子間的交互作用及環境對生物的影響。同時，本研究針對枋寮峽谷的底棲動物結構

進行分析，就本研究所知，枋寮峽谷過去未曾有過類似的生態研究。 

海底峽谷的複雜地形使環境因子變化多端，使其成為獨特的天然實驗室  (natural 

laboratory)，透過峽谷研究能觀察到許多生物類群對不同環境變異的反應，也能觀察到不同環

境因子的變化模式。本研究中的高屏峽谷尤其具備天然實驗室的特性，Liu et al. (2009) 曾指

出高屏峽谷的地質特性使其成為研究陸源沉積物來源、移動途徑、運輸過程與最終匯集處的

理想環境；Liao et al. (2017) 認為，高屏峽谷與內潮發源地相鄰的地理特性使其成為研究高能

量環境的天然實驗室。本研究發現，高屏峽谷內部環境變化的幅度極大，從源頭強烈擾動抑

制生態發展，中游擾動強度與有機物累積的兩作用漸達平衡，到下游趨弱的擾動與累積的有

機物使其具備成為深海生物熱點的潛力。同時，高屏峽谷內部明顯的環境因子變化，例如遠

低於外部環境的透光度、大粒徑沉積物佔比隨深度增加而劇烈下降等，使本研究能從多變量

分析中歸納出主導高屏峽谷內環境變化的因素—物理性擾動，並找出使高屏峽谷有別於其他

峽谷的區隔因子。綜合上述特質，本研究認為高屏峽谷亦具成為生態平衡與穩定性的天然實

驗室之潛力。 

峽谷研究除了有助於暸解峽谷本身內部的生態結構外，也可作為天然實驗室檢驗不同環

境因子對生態的影響，以高屏峽谷為例，由於峽谷連接陸上河流，因此尤其容易受陸上活動

（如大量降雨、溪水暴漲、地震、颱風等等）影響，造就了一劇烈變化的強烈擾動環境，透

過研究峽谷上游的生態變化，本研究能觀察底棲生態在極端擾動下的結構變異，藉以暸解劇

烈環境擾動對生物群聚的影響規模，哪些生物類群對擾動的反應最明顯？有哪些生物類群可

能在極端環境中受益？哪些環境因子的監測對生態群聚評估最具重要性與代表性？這些理解

對於氣候變遷下極端氣候現象頻發的現代尤其重要。 

本研究亦認為，高屏峽谷內部的大幅度環境變化亦有助於生態學理論的驗證與討論，以

動態平衡模型 (DEM) 為例（附錄七），DEM 推論生產力（即本研究討論的食物量）與環境

擾動強度恰達平衡時，生物多樣性會出現最大值，兩者等幅度影響生物群聚，然本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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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擾動達一定強度後，會間接影響食物分佈，並建模驗證擾動對生物的影響力可能比食物

量更為顯著，以此推論動態平衡模型可能不適用於劇烈擾動環境的討論。 

在生物分析中，本研究發現部分生物類群（如線蟲、多毛類等）能穩定存在兩峽谷中，

亦歸結出淺底棲性的囊蝦總目（端足目、等足目等）因棲於底泥最表層而受擾動的衝擊最大，

幾乎無法於高屏峽谷中生存。本研究目前聚焦於分析各類環境變化對生物的影響，亦發現不

同生物類群對環境變化的反應有明顯的差異，若未來此類生物研究能更臻成熟，生物群聚結

構是否能成為反映環境特性的一重要指標？同時，前人研究(Stratmann et al., 2020)顯示底棲動

物具有調節周遭環境特性的能力，能改變沉積物組成、刺激微生物群進行養分再生等等，除

了本研究所討論的環境影響生物外，生物與環境特性間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亦能進一步探討。 

本研究現階段僅分析了高屏與枋寮兩個海底峽谷，但採用的研究流程與數據分析架構亦 

可推廣為多個型態相異的峽谷或不同海域的峽谷間的統合分析，亦可納入更多環境因子或使 

用更細的生物分類方式進行討論，對於多變量環境因子與生物群聚結構間的關聯性研究具有 

參考價值。  

陸、結論 

一、透過枋寮峽谷及大陸斜坡的環境與生物分析，結合現有的動態平衡模型理論，本研究認

為，一般環境下，環境擾動與食物量兩因素共同等幅影響區域性生態系統。然觀測高屏

峽谷發現，擁有劇烈擾動的高能量環境中，環境擾動足以改變沉積物分佈型態，藉此間

接影響食物量供應，並成為形塑生物群聚結構的關鍵主導因素， 

二、承上，由此推論，現有生態學理論未必適用極端環境之討論。本研究認為，環境因子複

雜多變的海底峽谷深具成為自然實驗室的條件，其研究將有助於生態學說的檢驗與調整，

也能藉此探究極端環境變化下的生態結構變異。 

三、高屏峽谷上游生物密度極低，明顯低於枋寮峽谷，然高屏峽谷生物密度隨深度遞增，並

於中游處超越枋寮峽谷。由於高屏峽谷接收大量陸源沉積物、地質多樣性極高且下游趨

弱的擾動使有機物得以逐漸累積，本研究認為其下游可能在貧瘠的深海環境中成為生物

密度與多樣性的熱點，形成獨特的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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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錄 

附錄一、採樣紀錄與測站基本資料 

 

  

區域 環境類型 航次 測站代號 採樣水深 (m) 日期 

高屏 峽谷 NOR3_0068 GC2A 220 2021-10-17 

OR1_1126 GC1 318 2015-11-20 

GC2 487 2015-11-20 

GC3 655 2015-11-21 

GC4 1065 2015-11-21 

OR1_1102 GC1 323 2015-04-06 

GC2 482 2015-04-06 

GC3 653 2015-04-06 

GC4 1065 2015-04-06 

枋寮 峽谷 OR1_1190 FC1 379 2018-03-30 

FC2 664 2018-03-30 

FC2A 682 2018-03-31 

FC3 835 2018-04-01 

FC4 962 2018-03-29 

FC5 1106 2018-03-28 

高屏 斜坡 OR1_1126 GS1 277 2015-11-19 

GS2 463 2015-11-19 

GS3 690 2015-11-20 

GS4 848 2015-11-21 

OR1_1102 GS1 279 2015-04-06 

GS2 464 2015-04-06 

GS3 682 2015-04-06 

表一、採樣紀錄及測站資料。表中航次代號 NOR3_0068 為本研究出海採樣，其餘航次 (OR1_1126、

OR1_1102) 為國內海洋研究所採樣資料，測站代號對應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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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各測站環境因子資料 

 

附錄三、各環境因子主成分分析（全國科展） 

 

 

  

Station Depth (m) Clay (%) Silt (%) Sand (%) CN TOC (%) Trans (%) Oxygen (mg/L) Temp (ºC) Salinity (psu)

GC1_1126 318 20.95 73.37 5.68 5.70 0.42 23.7 4.4 12.3 34.50

GC1_1102 323 10.00 45.60 44.40 5.50 0.27 21.6 4.6 14.5 34.50

GC2_1126 487 19.50 67.54 12.97 5.46 0.41 40.1 3.4 7.3 34.44

GC2_1102 482 1.10 6.40 92.40 4.60 0.24 32.6 3.6 8.6 34.40

GC3_1126 655 21.52 69.78 8.70 5.25 0.42 60.4 3.5 7.5 34.44

GC3_1102 653 12.70 53.80 35.30 6.20 0.38 43.3 3.5 7.8 34.40

GC4_1126 1065 24.15 75.30 0.55 5.59 0.52 51.7 3.2 4.0 34.54

GC4_1102 1065 21.70 76.40 1.80 6.10 0.56 66.8 3.2 4.3 34.50

FC1_1190 379 18.40 77.60 4.00 5.16 0.46 85.7 4.5 13.7 34.51

FC2_1190 664 23.60 73.90 2.50 5.29 0.58 79.5 3.4 6.7 34.45

FC3_1190 835 24.20 74.90 0.90 5.61 0.62 84.6 3.2 5.6 34.47

FC4_1190 962 15.50 70.90 13.60 5.23 0.51 88.6 3.2 4.7 34.50

FC5_1190 1106 20.80 76.40 2.80 6.07 0.82 89.5 3.3 3.5 34.56

GS1_1102 279 15.40 77.50 7.10 5.80 0.57 87.9 5.0 14.2 34.50

GS2_1102 464 20.70 77.40 1.90 5.90 0.66 86.7 3.8 9.5 34.40

GS3_1102 682 22.30 75.10 2.60 5.70 0.60 89.2 3.3 7.2 34.40

GS1_1126 277 14.70 77.00 8.30 6.10 0.57 83.6 5.0 13.9 34.50

GS2_1126 463 21.30 76.70 2.00 5.90 0.67 84.8 3.8 9.0 34.40

GS3_1126 690 23.90 75.10 1.00 5.50 0.65 87.1 3.3 6.4 34.40

GS4_1126 848 26.00 73.20 0.80 6.30 0.78 86.6 3.2 5.5 34.50

表二、測站環境基本資料，代號為黏土 (Clay; %)、粉沙 (Silt; %)、沙粒 (Sand; %)、有機碳含量 (TOC; %)、碳

氮比 (CN)、鹽度 (Salinity; psu)、溶氧量 (Oxygen; mg/L)、溫度 (Temp; °C) 與透光度 (Tr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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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環境差異主成分分析圖。橫軸（主成分 1；PC1）與縱軸（主成分 2；PC2）皆為 9 個環境因子的線性

組合。灰色線段為各環境因子的特徵向量，於軸上的投影長度表示因子在該軸中的佔比。環境因子為黏土 (Clay; 

%)、粉沙 (Silt; %)、沙粒 (Sand; %)、有機碳含量 (TOC; %)、碳氮比 (CN)、鹽度 (Sal; psu)、溶氧量 (Oxygen; 

mg/L)、溫度 (Temp; °C) 與透光度 (Trans; %)。資料點大小代表採樣點深度，以紅色代表枋寮峽谷、淡橘代表

高屏峽谷、藍色代表斜坡。兩資料點相距愈遠，兩採樣點間的整體環境差異（綜合所有環境因子的差異）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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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環境與生物差異之 PERMANOVA 顯著性檢定（全國科展） 

 

 

 

 

 

 

 

 

 

  

Source 離均差平方和 SS 均方和 MS R2 F-statistic P 

深度 (depth) 23.810 7.9366 0.45071 1.76763 0.137 

地點 (site) 12.852 12.852 0.24327 2.86230 0.034 

Source 離均差平方和 SS 均方和 MS R2 F-statistic P 

環境 (habitat) 0.56587 0.56587 0.27960 20.0980 0.00854 

深度 (depth) 0.59917 0.19972 0.29606 7.0936 0.05453 

地點 (site) 0.33430 0.33430 0.16518 11.8733 0.02609 

Source 離均差平方和 SS 均方和 MS R2 F-statistic P 

深度 (depth) 0.38674 0.38674 0.23836 4.1043 0.01461 

地點 (site) 0.41382 0.41382 0.25505 4.3917 0.01061 

 
表三、兩峽谷間綜合各環境因子進行 PERMANOVA 檢定。表中 F-statistic 值愈大則 p 值愈小，p < 0.05 代

表顯著差異。地點 (site) 之檢定 p=0.034<0.05，顯示高屏與枋寮兩區域之環境差異存在統計學上的顯著性 

(significance)。 

 

表四、高屏峽谷、枋寮峽谷與大陸斜坡所有測站生物密度的 PERMANOVA 顯著性檢定。表中 F-statistic

值愈大則 p 值愈小，p < 0.05 代表顯著差異。地點 (site) 之檢定 p=0.026<0.05 顯示三區域之生物密度存在

統計學上的顯著性，環境 (habitat) 之檢定 p=0.008 顯示斜坡與峽谷具有顯著不同的生物密度。 

 

 

表五、針對高屏峽谷與枋寮峽谷的生物組成進行 PERMANOVA 顯著性檢定。表中 F-statistic 值愈大則 p 值

愈小，p < 0.05 代表顯著差異。地點 (site) 之檢定 p=0.01<0.05 顯示高屏與枋寮之生物組成存在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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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環境與生物之距離式冗余分析 (dbRDA)（全國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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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兩峽谷生物組成與環境因子關係圖。兩軸同圖十九。資料點大小代表深度，紅色為枋寮峽谷，淡橘

為高屏峽谷。灰色箭頭為各環境因子之特徵向量，向量長度對應該因子對兩峽谷生物群聚結構差異的貢獻。

透光度 (Trans) 與有機碳含量 (TOC) 為對 dbRDA1 貢獻度最高的環境因子，因 dbRDA 詮釋了生物資料變異

量的七成，故透光度與有機碳含量與兩峽谷生物組成差異關聯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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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兩峽谷生物組成與各生物分類群關係圖。橫軸 dbRDA1 表達總生物組成變異量的 73.8%，dbRDA2

則為 21.4%，資料點大小代表深度，紅色為枋寮峽谷，淡橘為高屏峽谷。灰色箭頭為各生物分類群之特徵向

量，其於兩軸的投影長度分別表示分類群對兩軸的貢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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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前人研究之峽谷剖面型態對照 

 

 

 

 

附錄七、動態平衡模型 (Dynamic Equilibrium Model; DEM) 

 

圖二十一、Gunton et al. (2015) 繪製之懷塔特

峽谷(Whittard Canyon)東部、中央與西部分支

底部剖面圖，Slope 為周遭斜坡之對照剖面。 

圖二十二、De Leo et al.(2014) 於美國夏威夷州摩洛凱島 

(Moloka’i Island)沿海峽谷繪製之地形剖面圖。縱軸為水

深 (m)，橫軸為沿剖面起始端之距離 (dec. degree)。 

圖二十三、動態平衡理論(Huston, 2014)。縱軸以死

亡率代表「會導致生物死亡的擾動」 (mortality-

causing disturbance)，橫軸則為生產力，本研究中以

有機碳量 (levels of organic input) 衡量。模型顯示，

環境擾動與生產力間的交互作用為形塑一區域生物

群聚結構的主要因素，兩者達平衡時，該群聚的多

樣性達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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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180003 

作品應用生態統計分析高屏與枋寮峽谷的生態結構。發現兩峽

谷的沉積物來源，粒徑分布與物理性擾動強度不同，造成生物密度

隨深度變化趨勢截然不同，生物組成亦存在顯著差異。分析亦顯示

環境擾動對生物的影響大於食物量。作品結構與文獻整理完整，邏

輯清晰值得鼓勵。很有深入繼續研究之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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